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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由中国作者所著的书在所有致力于研究现今中国经济的学术著作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它不仅增加了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而且让我们对中国国民经济内部重建的机制以及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有了新的理解。这部书的作者定义了改革前和1978年推行经济改革后中国的“经济逻辑”和发展模式。他们也阐明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构建在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转型的观点。

这部书的作者可以被归类为非正统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观点并非总是与官方观点相一致。

这本书已在经济学界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自从1994年第一次出版，这本书被作者修改补充并在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一再印刷出版（最后一次出版在1999年）。它已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韩文、越文、现在是俄文。在美国、日本和韩国这本书被作为学习中国经济的一本独特的教科书。
关于赶超发展战略

这部书的作者深入地分析并建设性地批评了中国自建国后开始实行直至改革开放才废止的赶超战略，作者从整体上评价其为一个“错误的”战略（p.90）。用政治词汇来表述这一战略表现为 “我们要赶超英美！”等口号。在现实中，正如书中所论证的那样，这种情绪性的煽动模糊了这类战略深藏的经济内涵。概括地说，这一战略主要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速动员实现这类工业的快速发展放在首位，然而在当时落后的生产结构、资源结构与资本高度稀缺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战略目标与资源禀赋的矛盾埋下了赶超发展战略“缺陷的根源”，也导致了其自身的主要矛盾（p.237）。为了取得工业发展的飞跃，迅速摆脱国家落后的现状，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赶超战略的推行形成了建国初期复杂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系”。

首先，宏观环境被塑造为全面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并人为地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劳动力和资本价格的扭曲成为经济中的本质现象。第二、一套强调高度中央化管理和强行计划配置资源的机制和行政措施应运而生。由此国家垄断了生产领域、金融要素、对外贸易、银行、农产品的流通，并着手采取相应的制度措施（诸如整个资本结构的国家化、大众交通的建设等等）。第三、在微观层面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剥夺企业独立性和劳动积极性的管理机制，生产的效率被严重削减。应该说着眼于以上“三位一体传统经济体系”的讨论是作者分析中国经济的核心方法论之一。

正如书中指出的那样，赶超战略及其内生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相对来说部门众多的工业体系、巨大的新建的生产能力，中国国民经济水平在多个领域的显著提升，并保证了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分别以平均7.9%，8.2%和6.0%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这些指标与改革期间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指标所差无几。但这样的增长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增长是高度无效率的”（p.110）：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人均生活水平依旧很低。作者由此推出了一个看上去矛盾实则相当准确的结论：“表面上持续高速的增长，实际上依旧停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平”（p.92）。根据钱纳利—塞尔奎因的“大国模型”,作者指出过重的生产结构最终将导致许多行业最大化生产能力的萎缩，甚至是潜在国民收入和剩余产品相对数量的减少，即长期综合经济增长能力的削弱。在作者看来，受赶超模式下经济成长代价影响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总生产要素极其缓慢的增长，在1952年至1981年期间该指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中国成为该指标增长最慢的国家（p.110）。由此看来，中国在“赶上”和“超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对手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成功。

但是赶超战略的缺陷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这部书的作者指出这种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将推行工业化“等同于发展经济和消灭贫困与落后”。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如书中所述，既是外在的（国际上对中国的敌对和封锁）又是主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性）。当然，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采用不能单单归结为这些原因。1930s-1960s间的苏联、1930s-1940s间的德国、1950s-1970s间的日本、印度、墨西哥、巴西、泰国以及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通常认为，上世纪中期工业化相对落后国家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具备的经济发展潜力的水平和质量导致了赶超战略典型模式的产生。很明显，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赶超战略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背景比关注赶超战略本身及其缺陷更有意义。

按照我们的看法，以工业飞跃为目标的动员型发展必然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后工业时代的自生型经济体系不可能在赶超战略的基础上自然萌发。

很显然，赶超战略的特定因素不可避免地遗留在很多国家现今的经济政策中。它们仍然体现在中国领导人所制定的，着眼于在特定时期、特定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经济学说和远景规划中。最后，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强以及全球大多数人口与“富裕的10亿人”的差距的不断拉大，在国家政权依旧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背景下，赶超战略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需要解决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其经济内涵将要而且已经在发生变化。它的重心已经从工业发展任务向解决科学和技术进步问题，发展高科技和信息科学，提升国民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以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国民经济质量的方向转移。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赶超战略和“传统的三位一体”动员体系下得以解决。

改革向新的战略转移

作者指出,在中国,决定改革性质以及保证改革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放弃了赶超战略并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轨。后一概念，作者认为是他们“对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特殊贡献”。（p.7）。我们同意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作者的看法，那种把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说成是产生“中国奇迹”的流行说法是“缺乏充分证明”的而且也是“极度理想化的”。相反，这部书认为，战略上的转轨才真正地产生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推行相关改革以及“充分的市场功能和准确的价格信号”（p.147）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

作者详细解释了他们对于新战略的理解并指出了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之间的最主要的区别。前者将重心放在特定行业的技术基础与生产的水平与总量上，将其增长看作整个经济发展的标志。后者以有效率地使用本国可用资源（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等）、增加其总量、提升其质量和结构为基础，以此来增加国民剩余产品的总量、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最终增强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书中指出，以下的主要优势都与中国现有的资源状况紧密结合，由于推行了发挥这些主要优势的新战略，产生了“巨大的成就”(p.345）。

——充足的、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以廉价劳动力置换昂贵资本的可能性”。这就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农业经济的现状，从整体上提升了国民经济，出现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成百上千的乡镇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国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各种各样的合作经济）的发展在没有动摇和私有化国有产权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非国有经济营造了一个能对国有企业产生巨大冲击的特殊的大环境，作者称之为经济发展背后的“主要的驱动力”（p.225）。

——大量吸引直接外国投资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使得经济的开放性和对外经济关系变得尤为重要。作者总结了比较优势给中国沿海地区加速发展带来的机遇。这些机遇使得沿海经济的发展比亚洲四小龙更为迅猛。

——中国广阔的地域。虽然人口负担过重，牧地相对不足，中国仍然拥有一个尚未被充分利用的相对广阔的农业区域。作者认为有必要将这部分资源融入市场经济，但不是直接的出卖土地，而是有效率地提供给中外经营者，特别是以租赁的方式或其他的企业形式。

此书将改革综合而系统地看作是“一个以开放市场机制的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的过程”（p.237）。它定性地描述了改革的主要措施和发展趋势以及管理机制的特征，并提供了一般化的指标。书中收集了作者精心挑选的事实、原始图表和数据。

和“三位一体传统经济体系”相对应，中国经济改革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微观层次推行以调动劳动积极性为目标的管理机制的改革（农村的家庭承包、租赁、工业中的国有承包制等等）。作者认为微观层次的改革是整个国家改革的“起步环节”（p.318）。接下来是第二个阶段：配置资源的计划体制的转型，涉及原材料的管理、信用关系和对外贸易领域，转型的目标是减少由中央计划配置的资源的数量和范围，逐渐限制这种配置方式并拓展市场因素。在此基础上，改革进入第三个阶段：全面推行价格改革，包括生产、原材料、服务等所有要素的价格形成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原则的本质性扩展，改变国家的整体宏观经济环境。阶段的划分使得确定市场改革的“经济逻辑”成为可能，但是，在时间进程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特别是中国改革进程在真实经济生活中呈现愈加复杂和矛盾的状况。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非常关注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型问题。推行渐进式的国民经济改革的潜在经济和社会意义在于保证转型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合理的联系。“把蛋糕做大”，也就是说带动整体经济指数的上升。改革的物质基础不是重新分配存量资源，而是使用更大比例的增量资源，这就保证了中国的转型可以称为增量改革。改革的结果被证明接近“帕雷托最优”和给人民带来损害最小的“卡尔多最优”。总的来说，转型的速度、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社会稳定三者之间保持平衡，不可避免的冲突被缓解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制定市场规则。

作者强调，中国的经验有力地驳斥了“激进改革理论”（p.319）。那种认为可以像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世界一样，通过加速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来引进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休克疗法”是荒谬的。

文章强烈否定了俄国的改革经验，其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造成大多数民众的贫困以至抵制，浪费了国家资源，作者建议，不幸的是太迟了，改革不应从宏观经济条件（价格体系、财产关系）的突然推倒开始，这样不能保证资源和收入的增长。林毅夫、蔡昉和李周通过直接批驳俄国的改革者，强调试图通过“一段时间的价格自由化”来消除作为赶超战略缺陷的价格扭曲是不可能的。虽然试图跳跃扭曲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行的，但采取分两步跨越同一个鸿沟的渐进方式却是可行的，也就是说通过推行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价格水平下的“价格双轨制”来逐步过渡。

成就与缺陷

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以及主要市场为导向的渐进改革使中国的改革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且孕育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pp.342,344）。这一情况被书中列举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事实所证实。中国改革20年间，GDP保持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经济中“实质性的转变”也同样重要：新的市场经济机制诞生，经济的效率提升，社会经济和各要素结构重组、外交政策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这一切都预示着可喜的中国发展前景。

根据官方现行汇率的计算方法，中国早在1995年就排在了世界第七位，根据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排在世界第二位。国民经济可以在今后的20-30年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这种增长是有现实条件保证的：高积累率、劳动力资源从低附加值行业向高附加值行业转移的潜力 “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使用世界的高科技成果、潜在的、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制度效率、大国优势等等。作者还指出大约到2015年以总产量衡量,中国经济将在世界排行第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IMF、世行、兰德公司和其他一些学者如A.Maddison 和L.Summers也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使没有充分调用可用资源，中国的经济在21世纪中期以前也完全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梦就可以变为现实（PP.41,309）。

这些结论是令人兴奋的。确实，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会进入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很可能在总产量方面登上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可以更肯定地说，从人口的生活质量、人力资源与经济、经济的基础设施和高精尖领域的质量和水平、人均收入的水平和结构来看，中国的经济不可能超越美国和很多其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一些经济学家如L.Thoreau, K.Henderson, V.Inozemtsev,等认为以上的乐观估计太幻想化了。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对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可能中断、进入泡沫经济、和国民经济的突然崩溃表示了担心（pp.38,245）。这是因为经济中仍然存在危险的“慢性病”：改革和经济增长率围绕着众所周知的“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周期循环；以“制度性寻租”为基础的腐败；官僚机构的干涉和灰色收入侵蚀了GDP的20%-25%（p.255)；通货膨胀现象；地区差异和城乡矛盾的加剧；社会分化；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和失业问题等等。作者认为产生这些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的不彻底性，改革政策的执行贯彻缺乏综合性，制度结构和国民经济的不协调，最终原因在于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转变的不彻底性。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在推行战略性任务的同时，兼顾对人民的主要阶层所应负的社会义务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继续采取非市场手段来支持基础工业和军工企业与社会领域，“试图搁置”紧迫的改革任务（p.293）。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金融部门、银行业，特别是大中型国企。大多数这样的企业都处于亏损、负债状况，在竞争的经济环境下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当前中国的关键问题就是实现国有企业向市场机制的根本转变。作者强调，这一改革任务的核心不是推行私有化或者股份合作制，这些方式自身是不能完全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企业必须获得自主权，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创造出真正的竞争环境，并在实践中遵循比较优势战略重新定位。

在这个方面作者试图界定国家在经济中的行为的框架。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关注市场规则的制定，通过反垄断法来保证竞争的环境和市场规则，保证市场参与者得到充分的信息，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政府应以货币和财政政策为手段而不要采用强制措施。同时政府有必要通过大型投资和长期建设，为社会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财政支持。总之，作者认为政府直接参与价格形成的过程应该被市场竞争机制取代，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应该被“降到最小”（p.163）。

我们认为这一国家职能的认识能够和发达国家高度成熟的市场关系相一致，在这样的经济中，国家的管理职能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重要且灵活的纽带关系可以自然形成。在中国出现类似的情形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在现有条件下和较近的一段时间里将国家的作用减低至作为市场监督者和幕后指挥者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仍承担着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并且正处于经济体系、发展战略和管理机制的转型过程中，更不要说这种转变在理论上存在的片面性。

发展战略的选择和经济结构

当看待中国的经济战略和改革的时候，林毅夫、蔡昉、李周做了严格的经济分析，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搁置在了一边。这就使此书具备了特定的完整性。刚才已经提到，中国的改革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其前提是保证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础（P.327），作者并没有涉及这一实质问题，而是追述相关经济问题的原始解释。

例如，他们指出由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是经济自身决定的和自发的。值得强调的是，最初的经济改革并没有精确完整的蓝图和事先设定好的时间进程以及全面的转型计划，没有“对于需要转变发展战略的清晰理解”（PP.214,312,321）。这些都体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中。相似的观点正在被普遍接受。作者解决了这样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论题：即通过使用改革变迁的经济逻辑来阐述一个完整的学说和理论在形成中国改革的认识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他们认为，由于上文提到的“内在经济逻辑”，孤立的实用主义措施逐步演变为改革体系，这个体系通过分析和归纳发现“呈现在面前的竟然是一张渐进地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蓝图”（P.216）。但也有人认为这一结论很难反映出整个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形成的复杂性和统治着中国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贡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党的指导规定了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征、速度、转型的渐进性、特殊阶段的特殊含义，并最终确保了经济结构和国家面貌的巨大转变。世界商业的杰出代表世界银行总裁James D.Wolfensohn在1997年参观香港时指出，中国经济所有成果的取得“都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创新的领导。”

全书方法论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由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与既定的社会基础制度无关，并且可以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展开（PP.327,328）。作者认为社会制度的差异是“无关的”，强调这方面的差异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阻碍了人们对于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总之，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作者所不提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与发展战略的选择无关。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形态相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在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使用，这在书中进行了重点地描述。这是因为经济系统中的不同要素虽然是相关的，但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者更精确地说具有经济个体性的特质。他们又不是孤立的。作者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因而忽略了我们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和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有什么影响。

据我们所知，所有制、市场和市场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经济学领域最复杂的问题。抛开这类问题所产生的各种观点，我们还是有必要提及：虽然社会劳动分工、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预先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命运，但是市场不仅是保持社会劳动力数量，维持交换和分配的机制，而且是一种改变所有制形式和发展不同所有制结构与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重要因素。发展战略的转变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一个混合型的经济正在中国形成，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型。它从根本上融合了国家法规和计划、发达的市场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素，他们的共生物，多种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和管理形式（在中国有7种主要的所有制结构和12种非典型的所有制形式），其目标不是短期的各种结构间的竞争，而是在相互作用下和在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中共享各自的不同部分和领域，从而自然地共存。混合经济的理论精髓在于经济系统的多链接再生机制包含了不可分割又相互作用的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而这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特征。混合经济的概念比市场经济要丰富的多。从混合经济的基础体系中驱逐（尤其是国家行为）非市场因素从理论上看来是不合理的。在混合经济中，国家不仅保证市场规则的发展并为市场参与者设定规则和参数，同时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从社会的利益出发规划整个再生产过程，沿着“财产权--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的路线发展国有产权，保证社会问题和其他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完成战略性任务，实现社会的长期目标。

这部由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所著的书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评价和结论。作者认为，这些评价和结论可以在其他国家完成市场关系的转型和改革过程中起到借鉴的作用。

不幸的是，在中国的改革政策和俄国的经济试验的效果皆已明朗多时，我国的政治家和实践家们依旧没有对中国大多取得成功的改革政策的各个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

                                                   Vadim Shabalin,D.Sc(Econ)

书评二

“第三条道路”中国版

——评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根据中文版翻译，莫斯科，2001，367页
我们评论的这本书，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是1994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的二次修订版。随后，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朝鲜文、法文及越南文，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外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中获得众多很好的反响。

这一学术著作的俄文版的出版提供给俄国的读者、经济学家、政治科学者和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一个了解这本书和对它的关键问题交换看法的机会。

Vadim Shabalin 在《远东事务》（Far Eastern Affairs）2001年第五期上发表的对这本书的评论，非常引人关注，充分反映了这本书的极高的价值，引发了这个杂志的投稿者对这一著作的一场讨论。

当我开始和这一书评的尊敬的作者开始讨论前，请允许我先引用它的评论中的一个小段：“当看待中国的经济战略和改革的时候，林毅夫、蔡昉、李周做了严格的经济分析，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搁置在了一边。这给这本书一定程度的完整性”（FEA  No. 5,2001, p. 175）。

按照我的观点是很难同意这一判断的。这本书最有力的观点之一就是通过背离直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它的作者间接的赋与他们的经济分析以政治的内容，并且不曾试图掩盖他们对政府采取的某些步骤的态度——正面的、负面的或者保留的。至于意识形态方面，尽管这本书中没用“比较性”的概念（一个包括比较的理论），它的真实的方法论是制度比较的，观察什么是稍微好些和什么是稍微坏些。作者写道：“中国20年的经济改革经验，不仅应该对其他改革中经济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应该对制度变迁的理论作出贡献”（p. 311）。

这本书中的比较在本质上是跨时间的和跨地区的，基本上强调了东亚国家——日本和“四小龙”——的最近的历史和形势。作者在与苏联和俄罗斯方面所做的比较是较少的，尽管这样的比较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正如该书翻译的执行编辑A.V.Ostrovsky在前言中说道的那样，“这本书中提供给读者的对中国经验的全面分析，使得重新理解俄罗斯的痛苦改革路径和理解在执行基于中国学者发展的从赶超战略到比较优势战略的转轨的理论模型的改革的主要失误成为可能”（p. 15）。

我们随后将回到这些问题上来，但现在我们注意到，尽管这本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它优先考虑的是“国内的比较”，也就是说，比较中国自己在历史和区域层面上的状况。在同一个前言中，作者合理的认为：“《中国的奇迹》一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中国改革经验的分析，而是在于它表明了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战略的缺陷和纠正这些缺陷的方式。它不仅描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的转轨模式，而且展示了如何在给社会带来最小损害的条件下执行这样的转轨”（p. 13）。

不用说，作者使用“奇迹”一词是象征性的。使用这个词语，一方面，仅仅为了表明奇迹并不存在，另一方面为了让大家注意到经济规律在中国80年代到90年代的不同寻常的表现方式以及作者预测的在21世纪将要表现的不同寻常的方式。最不寻常的是特别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本书引用了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7)”中1980-1995年的数据，中国的GDP平均增长达到11.1 ％，中国的人均GDP的增长为8.2 ％，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高6.5个百分点。（ p.20）

如作者所说，在1978-1997年间，第一、二、三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平均年增长分别为5.03 ％、11.87 ％、10.62 ％，分别比1952-1997年的同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高出184 ％、10 ％、139 ％。1978-1997年的外贸增长甚至更快——这一时期的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325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为15.6％－p.22）。不用说，在一些极为重要的指标，例如高卡路里营养营养品，多年来远远落后于工业国的中国赶上了日本的水平（在1995年，中国的日消费总量为2741卡路里，日本的为2887卡路里）。按照同一指标，同年发达国家的卡路里日消费量为3191，中国正在接近这一水平(p. 277)。

是什么导致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这样大的转变呢？回到前面，我们将注意到这本书回答了这个问题，将市场作为经济的灵魂，作为成功实现福利最大化原则和提高最大化水平的首要条件，这是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作者写道：“市场不是一对抽象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而是一种制度”（p.318）。但是由于市场的绝对必要性，市场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和不充分的制度。按照市场的真实特性，它由不协调（asynchronism）的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必要的并且赋予市场创造性的潜能，另一方面也具有破坏性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所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20世纪的经验表明，共产主义者所宣扬的完全消除第一个特征的政策（也就是说，抽象规律的无瑕疵的效果）充满了对经济的破坏。另一方面，漠视对这类特征（无政府状态的不同性）的反对也将把经济拖入到最严厉的危机之中。用格言的表达方式来说，对市场的特性的最理性的使用条件和对它的负面特征的避免包括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如下的箴言中：“在有可能竞争的地方，必须的竞争，在有必要管制的地方必须管制”。作者认为：“在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之下，微观经营单位缺乏客观评价经营绩效的标准”（p. 343）。

在最一般的层面上讲，最近的和稍前些的历史时期的自然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公共（state-public）管制的交互作用看起来象如下情形。

——在西方国家，从原始积累时代到20世纪30-50年代的管理革命（或者是常说的罗斯福革命），额外的市场管制相对是最低限度的。这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前进，包括危机、失业的增加和社会动乱。

——在同样的国家，从上面提及的事件开始，出现了由政府积极有效管制的特殊的公司市场经济（corporate market economy）（凯恩斯主义），其在几个世纪形成的传统的政治民主的基础上发挥作用。

——俄罗斯内战期间，由十月革命导致的剧变——在苏联版图内的政治独裁和非市场（实质是非货币）经济的组合。

——1921年－1928年，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强硬的政治独裁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市场经济的组合，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这一增长首先是极端快速的，其次，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发展快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发展来看是理性的。

这些年间，苏联开始了对党的总路线的右倾的斗争，对这些事实我们将更深入思考，因为这么对待我国在那一时期发生的一切对于理解在现今的中国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寻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剥削来自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消除剥削的首要条件是将其改变为公共的所有权，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实际上，这意味着不仅压制作为交换手段的市场，也压制了作为测度费用和成效的手段的市场——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转来讲非常重要的经济信息的手段。1换句话说，反市场的政策排除了按照劳动成果来评估实际状况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具有客观上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我们评论的这本书的作者对此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右翼最著名的代表——本文作者注）坚持认为计划经济不应该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民的农场，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需求，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p.51）。这是二战后被称为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极权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作者继续分析道，“与布哈林势均力敌的是‘超工业化派’，这一派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名字相联系，他们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p.51-52）。

下面的话应该加到前述的内容中：第一，前面提到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名字并不是完全准确，因为他不是这一派别的领导，而只是著名的人物之一。这一派别由托洛茨基领导，在党派斗争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斯大林的派别获得了胜利，将国家置于总路线上。这一派别追随托洛茨基的路线后有相当严厉的后果。我们只需要提醒你们注意斯大林对农民的剥夺，强制集体化和推行国有的机器和拖拉机站——驱逐村民，大量逮捕，枪杀和流放农民中最好的最有生产力的人，恢复了内战期间盛行的盈余分配体制和整个经济的指令管理（公开称为“计划命令”原则）。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有益尝试只持续了7-8年，在20年代末被放弃了。

这些情势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比较会得出下面的结论：虽然命令式的社会主义（一党制和市场经济的联合）在苏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这并不能掩盖它的长处和优势，它在中国的发展却相当的不同。毛主席死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实际上只是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它的失败和邓小平的成功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在俄罗斯被贴上“右倾”标签的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胜利。很明显的，在这个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历史的差异存在很长的时间了。虽然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持续了7-8年时间，随后，从20年代末期开始一党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极权统治持续了六十多年，然而，中国的马克思新经济政策已经存在了几乎二十五年，未来还将持续更长的时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15大（1997年9月）报告中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至少一百年的时间，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体制“将要更长的时间，它要求几代甚至是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2
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只喜欢这类预言的内容和说服力。在帮助理解的范围内，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作者经常借助于中国儒教方式的符号和谚语，很大程度的依赖于中国报刊杂志的概念，比如“双轨制”和“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制”是表示私营和国有部门之间持续和广泛的相互影响。“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谚语是指前面提到的制度状态和抽象理论方法相结合的处理方式，而前者占有特殊优势。中国的“人民公社”以及俄罗斯和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的斯大林集体农场的消除是当代社会科学方法上的制度主义巨大作用的最有力证明。

从该书的作者进行的分析的主线的角度看，“从‘赶超发展战略’到‘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转轨（第二章）”，也是对“休克疗法”的批判和对发展的渐进特征的合理辩解，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些概念，再次和苏联的经验作一比较将是有益的。我们将提醒你们，在“党的总路线”的斗争时期，主要的经济信条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信条等同于工业化的信条，这一信条预先假定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一部类）相对消费品的生产（二部类）有更快的增长是经济进步的普遍和不变的法则。1949年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开始了同样的历程。

时间越长，变得越明显的是，倡导这类信条仅仅意味着政治因素处于理论分析之前，这与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范围（世界革命）或者反共产主义侵略的危险相联系。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前给人深刻印象的平均经济增长数字（和苏联一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数字一致）本身并不反映经济进步的比率。他们掩盖了一个事实：比较优势存在于在生产资料的另一边，而消费资料的生产保持不动，有时甚至下降。（pp. 92-93）。

至于理论，世界经济科学长久以来表明（至少从熊彼特【1883-1950】时代开始）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不是通过提高经济中第一部类的份额，而是通过创新，通过新的生产方式。新生产方式有各种的问题和矛盾，但最终会带来，除了生产力平均水平的增长之外，也带来消费资料的销售和生产的比重的增加。也就是说，第二部类的增长快于第一部类的增长。在这方面，作者注意到了改革前中国重工业极端的增长比率和轻工业的低水平，同时将最近农业和其他从事消费资料生产的部门的比重增加的转变视为正常的状态。这是极端重要的。（p. 31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积极的转变不是伴随着国家干预的增加，相反的却是更少的干预。自由之后的复苏（从加速的全面增长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比生产资料的生产更快的意义上说）是从“赶超战略”到“比较优势战略”转轨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一事实，市场关系的进展和私有化的增加并不一致，而与之相伴随的是支持所有权的多元化。从作者的观点看，这一事实反映了目前中国的情形（p. 329）。除此之外，这也意味着国有企业不仅有保留的必要，在有些领域甚至有所增加。作者写道：“转轨时期，国有企业之所以需要保护，重要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来自于过去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一系列政策性负担​……第二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执行政府的战略性任务。……无法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调整产品结构”（p.284）。这也意味着通过保留“摸着石头”的主要力量，国家基本上在市场的帮助下来摸索。它鼓励最好的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同时大部分差的企业也不被破坏或清除，但被提高到一个有自生能力的水平。作者写道：“管理体制的放松，为非国有经济，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个体）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代替了前面的按时间付酬的体制——本文作者注），则极大的刺激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经济迅速的发展起来了（pp.224-225）。”

发生变化的根本特性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比重的动态过程中清楚的表现出来了。尽管苏联在一五时期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随着社会主义的前进而加速，但在中国，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完全相反的过程——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快的增长——现在被用来解释社会主义的成功。

作者写道：“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微观经营环节上的放权让利开始的。在国有部门，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改进了激励机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使企业获得了对部分新增资源的配置权……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也同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出了新增资源，通过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这部分新增资源也被配置到原先受压制的部门。（p.344）”

这里添加了一些复制的内容，包括了用经常提及的统计表进行实际状况的深层次分析。从表6.2和6.3可以看出（pp.226-227），无论是在工业产值结构中还是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份额都在持续增长。其中，非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的份额从1978年的22.4％增加到1997年的74.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份额从45.4％提高到75.5％。在1990年到1996年，由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的农产品价格的份额从48％降到21％，市场决定的价格的份额从51.6％上升到79％（p.279）。纳入指令性计划管理的产品已由1979年的120种减少到1990年的58种（p.185）。价格控制方式的变化可以从表一中的数字看出来。

表一

价格控制方式的变化（％）

	总量
	价格形式
	1990
	1996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政府定价
	29.8
	6.3

	
	政府指导价
	17.2
	1.2

	
	市场调节价
	53.0
	92.5

	农产品收购总额
	政府定价
	25.0
	16.9

	
	政府指导价
	23.4
	4.1

	
	市场调节价
	51.6
	79.0

	生产资料销售总额
	政府定价
	44.6
	14.0

	
	政府指导价
	19.0
	4.9

	
	市场调节价
	36.4
	81.1


然而，作者尽管拥护市场，但绝不理想化已经发展的状况。对改革所遇到的矛盾与困难的分析，以及对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的思考，一直贯穿在这本书中，但主要集中在第七章中（“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pp.243-281）。最基本的表现是，随着所谓的非国有经济（指私营和合作企业，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快速增长，“负面的非同时性”增加，它的特征不仅表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周期性混乱，而且表现在改革过程本身上。作者写道：“归结起来就是所谓的‘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旷日持久的循环往复。”（p.245）

当比较现在和过去的状况是，我们不能忽略如下的问题：两个世纪来，这一循环因素已经成为整个工业世界中的危机，这一因素是指生产力低于危机前水平的一个下降。然而在当代经济科学中，不是用危机和萧条，而是用衰退的概念，这意味着不是总体产量的下降，而仅仅是增长率的减少。这后者也适用于目前的中国（p. 244）。换句话说，在微观层面上出现的混乱（基本在中小企业的经济中）通过国家的管制被减轻但决不是消除了。尽管有各种国家的特点，但是事情正在象西方和日本发展的方式那样发展，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标注为邪恶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发展是而且一直是合理的。

在这个方面，下面的概念值得特别的注意。作者将他们的思考基于如下的事实：供给和需求的绝对均衡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它持续一段时间会是有害的，它会破坏增长的激励因素。然而，这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非均衡的两种状况——短缺或剩余哪一个对经济增长更坏些。作者给出了如下的答案：“中国已经确定要实行市场经济，竞争对市场经济至关重要。但是如果经济处于普遍短缺状态，竞争就不会真正展开，只有生产相对过剩才能确保有充分的竞争，消费者主权和社会福利才能得到维护，企业也才有压力根据市场变化迅速调整生产，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强盈利能力。相对过剩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画线部分为本文作者所加）（p.305）。”

需要更多注意的第二个缺点是“系统性租金”，这个问题指的是资源的“双轨制”配置伴随着“租”的广泛传播。这里的“租”等同于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和人为的低的计划价格之间的差。任何为了获取这类“租”的非法行为都等价于腐败，对国有企业的严重伤害（p. 253-257）。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作者在处理“租”的概念的时候的模糊性。在经济学中的租的含义是，有利的自然或其他条件创造的，在给定强度和质量的劳动结果与在最好的条件或者这些条件的平均水平下的结果之间的差异。因此，理论上说，租本身不是犯罪，书中将它和腐败投机等同，不能认为是合理的。

开始改革之后，改革前的一些问题仍然保留甚至是恶化了，作者注意到了持续增加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等（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p.270-271）；由于原来的拨改贷造成的呆坏帐的增加，四大银行贷款中的呆坏帐占总体贷款的25％（p.264-269），快速的通货膨胀，等等。

在书的结论中，作者写道：“如果政府能够自觉的认识到改革的不可逆性和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迫切性，中国的改革过程将更少曲折，速度将更快。只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改革，就能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逾越各种障碍；而不断的获得成功的改革有将有力的支持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一旦有了这个保障，下个世纪初中国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进而创造中华民由衰至胜的人间奇迹，就不是天方夜谭”（p,348）。

我们相信在这个句子中使用条件虚拟语气绝不是偶然的。正如作者自己也承认的，整个问题是中国的市场改革与其想要达到的目标相比“远没有成功”（p.43）。最后，改革的成功将依赖国家（政府）是否维持和发展与市场的必要互动。

总结起来，下面的结论是明显的。

通过使用制度比较的方法，并和多维的国家内的多种状态相联系，作者创作了一个重要的著作，按照它的科学水平，它也是分析世界经济的最新变化的最著名的著作之一。由于俄罗斯的读者缺乏对我们的伟大邻居经济的状况的了解，这一著作的价值和它的译本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感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动翻译和出版这本书，希望他们在进一步出版同样高标准的书中取得成功。

Yakov Pevzer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家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注释：

1、 具体请参阅：Yakov Pevzer，“Introduction in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Democratism,”UZSS Publisher, Moscow,2001

2、 具体请参阅：Ibid.,Ch.5, pp.16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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